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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的交织：十七世纪中西葬礼文化的最初相遇 

——阅读钟鸣旦教授《礼仪的交织》 

 

谭杰 

 

近些年来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逐渐开始改变以前仅关注社会文化精英及其经典

文献的局面，而将目光更多聚焦于传教士和地方普通教徒团体的实践活动。比利时鲁汶大学

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的近作《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

的丧葬礼》1，便体现了这一趋势。 

《礼仪的交织》全书凡八章。在正文前的简短导言中，钟鸣旦教授简单描述了最近几

十年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范式转变，然后限定了此书的研究主题和时空限制——16 世纪末

传教士入华至 17 世纪末礼仪之争以前约一百年间发生在中国的、跟天主教有关的葬礼。作

者希望以一种关注文化互动的新范式，以超越以往的欧洲中心或中国中心的旧有范式，来考

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融合与冲突。 

在第一章中，作者简单介绍了 16 世纪末中西相遇之前，中西各自的葬礼特征，并简单

勾勒了 10-16 世纪中西各自的葬礼所经历的变化。在中国葬礼的这一部分，作者重点描述了

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成分之一的儒家葬礼，在这几个世纪遭遇到的佛、满礼数的挑战，明末商

品经济的发展对于葬礼的影响，以及朱子《家礼》作为规范性文本（regulative texts）在 16

世纪以后的重要影响；《罗马礼书》（Rituale Romanum）等规范性文本的刊行、葬礼的圣职

化、弥撒的重要性，则是欧洲葬礼部分的主干。中欧葬礼之间差异，似乎可以归于一点：中

国强调“正统实践”（orthopraxy），强调葬礼程序的重要性；而欧洲强调“正统教义”

（orthodoxy），侧重于信仰和教义的规范。 

第二章考察 17 世纪由传教士所撰写的欧洲文献中所描述的中国葬礼。这些被作者称作

“前驱民族学”（proto-ethnographic）的文献描述，不仅描绘了作为中国的“他者”，也突显

了作为欧洲的“自我”的形象。经过详尽的文献分析，作者在章末总结了中西葬礼活动的主

要差别：中国死亡和葬礼的时间间隔很长（长达数月），而欧洲很短（一到两天）；中国的葬

礼仪式通常在死者家中举行，死者家属居于仪式的中心地位——所谓家礼，而欧洲则是在教

堂，圣职人员是主导者——所谓教礼；尸体在中国被置于棺椁中，而在欧洲仅裹上亚麻布，

在教堂里进行丧礼弥撒；中国的葬礼伴随着隆重的送葬仪式，尸体被葬于城镇之外安葬，而

在欧洲尸体被葬于靠近教堂的墓园。2 

第三章描述了自 16 世纪末传教士入华至广州流放（1666 年）前的近百年间，天主教葬

礼的逐渐本土化过程：从最初传教士的纯粹主义和排他主义立场，到中西仪式并行，再到传

教士努力将教礼融入中国葬礼框架，最后，葬礼进入教徒团体的生活，成为其维系信仰的重

要部分。作者注意到，葬礼不同于封闭的圣礼，对于亲友的开放性，使得中国天主教更容易

受到外界影响而发生改变。比如，最初传教士不接受在尸体或牌位面前磕头的葬礼礼仪，认

为其是错误的宗教仪式；然而后来，大部分传教士逐渐改变对“磕头”这一礼仪的理解，接

                                                        
1 英文原本：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中译本为张佳所译，

200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 见《礼仪的交织》中译本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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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这样一种表达孝道的礼仪。从 16 世纪传教士们的神学观点来看，儒家葬礼习俗的“国

民性”（civil）特征，使其被视为无邪之礼而可与教礼并存；而佛道礼仪则由于偶像崇拜而

被视为邪教礼仪，不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参加。另一方面，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在中国，《家

礼》的实行和排佛运动，则使天主教礼仪的施行变得相对容易。 

第四章分析了广州流放对中国天主教葬礼的影响。礼部针对天主教葬礼漠视死者的指

控，迫使传教士改变策略，接受一些中国礼仪，并适当增加葬礼开支以展示孝道，以适应现

实。这一改变反映在送葬仪式的变化上。送葬队伍中公开展示的圣母像、十字架等，也有利

于传教士向公众传播信仰。“文化指令”（cultural imperative）的另一结果，则是使传教士的

角色从说服者、主导者，转变为参与者——他们必须“服从隐含在中国礼仪框架之内的权威

和价值”3。 

第五章集中处理 1685 年由传教士在广东起草的《临丧出殡仪式》。通过对这一抄本在

葬礼结构、参与者、活动、功能等方面规定的分析，作者看到了一种新形式的葬礼：以中国

家礼为主干，将天主教教礼嫁接其上。这种新礼仪不是排他性的“中国的”或“天主教的”

葬礼，而是“中国天主教的”葬礼。另外，教会团体在葬礼中取代神父而居于中心地位，这

一团体对于维系和传播信仰的重要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 

第六章的主题是礼仪交流引发的紧张。当地的“无邪之礼”——国民性的礼仪被容许，

而一些有迷信嫌疑的“邪礼”则引起了传教士内部的争议。在对这些邪礼的分析中，作者揭

示了礼仪的行为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展示了天主教礼仪的包容和排外的特征——

正是二者之间的紧张，使得中国葬礼变成“天主教的”。最后，作者得出一个礼仪悖论：通

常被认为重视思想正统的天主教，开始强调正确的宗教实践；康熙帝却忽略实践的正统性，

而关注思想的纯正。 

第七章涉及到在北京死去的传教士的丧礼，分析中国皇帝对耶稣会士葬礼的抚恤。皇

帝的抚恤，是遵循中国礼仪制度对作为国家官员的传教士的政治褒奖，而传教士却将其理解

为皇帝对天主教的宽容和恩典。一方面，由于主动权在皇帝手中，在这些特殊的葬礼中，传

教士不得不接受大量的中国元素；另一方面，皇帝的抚恤也使得传教士和教徒们更加主动的

关注葬礼问题。 

第八章是全文的总结，织布的比喻呼应了本书的标题——交织（interweaving）。作者详

细阐释了织布比喻的意义：来自地中海的“共同礼仪宗教体”，与中国本土的儒、释、满清

等社会和宗教团体，在紧张和协商中进行互动和交流。交织的葬礼，在使参与者丧失了部分

旧的身份的同时，也赋予其新的身份。 

 

通观全书，作者以时间为线索，主要从历史人类学角度探讨了 17 世纪中西葬礼活动的

交织。一方面，中西思想的不同基质，使得葬礼在二者最初相遇时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形态。

另一方面，具体的历史事件，例如欧洲教会的处境、中国的政治动荡等，也对中西葬礼的交

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这样一种历史研究，须兼顾社会学、人类学、思想史等多个维

度，又必要有所侧重。正如作者所明言，他主要关注传教士和普通教徒团体的葬礼活动，这

样一种人类学视野，固然有其优点。然而正因为在这样一种人类学研究中，中国一方的参与

者都是面孔模糊的普通信徒，文化精英的思想无法得到必要的关注，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分析

偏差。例如在先秦时隐而不彰，而宋明儒者较为强调的“心”的维度，便可能构成对作者的

关于中国侧重“正统实践”这一观点的挑战。事实上，晚明时期出现的日谱或修身日记，便

是中国一方关注“思想正统”的力证。4 

在文献处理方面，此书搜集了很多用不同语言——中文、拉丁文、法文、英文等——

                                                        
3 见《礼仪的交织》中译本 152 页。 
4 可参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六篇《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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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就的一手材料，并将事实描述和理论分析紧密结合，均衡配置，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但

是，由于全书由几篇演讲稿组合而成，不同章节间有重复的部分，这使得行文略显啰嗦，不

够简洁。 

另外，在某些术语的翻译上，中译本似有可改进之处。例如前已提到的 proto-ethnographic

一词，钟鸣旦在英文原本中解释，proto 是指 17 世纪的民族学作品的目的、方法和标准，与

19、20 世纪发展起来的民族学学科规范并不一致。5中译本译者译为“原始”，似易造成误

解，译为“前驱”或更为妥当。另外，在中译本第二章的一段引文“遗体是放在一个很大的

棺椁里”中，“棺椁”的英文原文为 Machine，意为灵车，而非棺椁。6 

最后，作者提出的“互动和交流类分析框架”（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也吸收了百年来海外汉学研究中几种重要分析框架的优点，不但关注传播者（transmitter）

的角色，也关注接受者（receiver）的主动性，还吸收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和赛义德（Edward 

W. Said）的理论，关注文本创造者和诠释者的主体作用。作者确将此分析方法贯穿于全书

的写作，例如，总是从欧洲和中国两个角度分析同一事件、强调中国的“文化指令”的影响

等。同时，作者也意识到这一分析框架的潜在缺点：它很可能成为一种预设和指导性规定，

而使人忽略了实际历史进程中的冲突和暴力——纺织可能顺利进行，也可能被终止；织品可

能完美无缺，也可能被破坏。本书确给读者这样一种感觉：中国天主教葬礼的逐渐本土化，

使中西葬礼文化的主要冲突消于无形。不过，后来的历史却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十七世纪以

后，天主教放弃了本土化的许多努力，现在的中国天主教徒被禁止在牌位面前烧香，这造成

了家庭内外的极大冲突。可以说，天主教和新教跟中国传统发生的最大冲突，就表现在葬礼

这一问题上。 

总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中，现象学式的、无任何先设的历史研究，同时关

注中西两方的反应和变化，是作者给予我们的方法论启示。 

 

 

 

作者介绍：谭杰（Jay TAN），湖北人，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时期西学

东渐史。 

                                                        
5 见《礼仪的交织》英文本第 39 页。 
6 见《礼仪的交织》中文本第 66 页，英文本第 66 页。 


